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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中国的

准联盟外交
*

孙德刚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

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

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

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

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

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
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

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

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 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

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

“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

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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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与相关研究

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个关乎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的

重要议题。其研究的出发点是: 中国外交战略的实现手段是什么? 它有哪些基本选

项? 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实现主要依靠以下手段: 其一，奉行独立自主外交，

推进多极制衡格局。其二，建立可靠的核威慑力量，提升常规武器力量和作战的现代

化。其三，防范为先，构建周边安全机制，参与改造国际体系; 其四，壮大自己，增强综

合国力。① 以上观点主要强调中国的外交战略必须立足本国、自力更生，但在全球化

进一步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往往需要依靠国际安全合作才能真正实现。21

世纪，中国的战略重心应当从制陆权( 维护本土安全) 转向制海权和制空权、维护中国

综合安全和海外利益; 中国国家安全应从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转向以维护发展权为核

心的世界性概念; ②中国要实现外交战略，必须参与多种形式和多个层次的安全合作，

建立稳定的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扩大共同利益。③

新时期④的中国正处于快速崛起期，其外交战略的选择需从历史上西方大国的崛

起中寻找可供借鉴的经验。纵观历史，西方大国的崛起常常依靠联盟外交，因为联盟

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力量倍增效应，如《管子·霸言》所言: “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

强，孤则弱。”⑤从国际冲突的视角来看，人类近代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战争史，而

近代战争史又是一部西方列强的联盟斗争史，如欧洲“三十年战争”是新教联盟与天

主教联盟的纷争和冲突; 第一次凡尔赛条约形成了英普联盟与法、奥、俄、西班牙和瑞

典联盟的对垒，并引发了“七年战争”;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欧洲列强又建立了反法联

盟; 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 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 1947 年爆发的

冷战都是围绕联盟外交展开的博弈。⑥

由于国情和战略文化不同，在 2008 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排在前 11 位的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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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听昌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74 － 517 页。
张文木:《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8 － 149 页。
阎学通:《中国与亚太安全: 冷战后亚太国家的安全战略走向》，北京: 时事出版社1999 年版，第273 －277 页。
本文的“新时期”专指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 2018 年大约十年的时间，这十年很可能是从“一超

多强格局”到未来“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本文将这一过渡时期界定为“多元格局”时期，它是中国从世界大国向

世界强国迈进的关键十年。
李德义、于汝波主编:《中国古典联盟战略》，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 页。
康绍邦、宫力等:《国际战略新论》，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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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唯一在政策宣示上强调“不结盟”的大国。①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与外

部世界的联动日益频繁，国内社会转型与国际体系转型相互影响，中国面临的各类威胁

与其他国家面临的地区性、全球性挑战相互交织，如果仅仅着眼于立足本国、办好自己的

事情这一政策显然已不能满足中国安全与发展的需要。在此情况下，若机械地理解“不

结盟”原则，恐将难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责任三个变

量都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实践“不结盟”原则?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报告( 以下简称“十七大报告”) 、2011 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等政府文件并未明

确说明新时期中国应奉行怎样的结盟或不结盟政策，这给学界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如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传统与非传统

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②《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指出:“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

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③

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是: 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新时期中国政府应如何根据

国家安全、利益和责任需要，有所作为，与他国灵活机动地开展安全合作? 如何科学地

理解“不结盟”原则，赋予其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内涵?

关于中国的“不结盟”原则问题，学界已做了有益探索，其观点主要分为三类。第一

种观点认为，同美、日、俄和欧洲大国一样，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实施联盟外交，包括与苏

联、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等结盟，今后也应继续奉行联盟外交④; 第二种观

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除中苏结盟外，中国长期奉行不结盟外交，今后也应继续坚守“不

结盟”政策⑤; 第三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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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十国分别是: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俄罗斯和韩国。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6 页。
新华社:《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 年9 月 6 日，http: / /politics． people． com． cn /GB/1026 /15598619． html。
参见 Xiaohe Cheng，Can Asymmetry Stand for Long?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na’s Alliances，Ann Arbor:

UMI，2006; Brantly Womack，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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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或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载《领导文萃》，2011 年第 21 期，第 33 页; 戴旭:《中俄应构建欧亚大联盟》，载

《环球时报》，2012 年 1 月 29 日。
参见张蕴岭主编:《构建和谐世界: 理论与实践》，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唐世平:《塑造中国

的理想安全环境》，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版; 张德广:《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外交》，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 楚树龙、金威主编:《中国外交战略和政

策》，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版; 秦亚青:《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 魏兆鹏:《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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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05 年版。



积极开展国际安全合作，但他们未明确指出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具体路径。① 以上

三类观点要么忽视了中国安全合作的新发展( 主张奉行不结盟战略) ，要么过于超前而

忽视了中国的战略文化和当前的国情( 主张奉行联盟战略) ，要么未能细化中国的安全

合作形态，因此新时期中国的“不结盟”原则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②

二 准联盟外交: 概念、逻辑与特征

迄今为止，学界对联盟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大体可归纳为六大研究领域，即联盟

的定义③、联盟的类型④、联盟的形成⑤、联盟的管理⑥、联盟的功效⑦和联盟的终结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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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联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非正式联盟———准联盟外交理论与新时期中国的

准联盟外交实践。

(一)准联盟外交的概念

在国际关系领域，联盟理论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在外交学领域，对联盟外交

的特点、动因、机制和绩效的研究成果可谓凤毛麟角。① 本文在联盟理论与联盟外交

的研究基础上，将国际上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界定为“准联盟( quasi － alliance) ”，即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之上形成的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

合作关系”; 准联盟外交( quasi － alliance diplomacy) 就是“主权国家运用非正式安全机

制与伙伴方开展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协调与合作的外交理念、机制和行为”，主要包

含四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主权国家、安全合作、非正式机制、针对外部敌人。准联盟外

交是国防部门与外交部门通过资源的整合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手段。目前学界

倾向于将亲密的国家间关系冠以不同名称，如“特殊关系”、“未签订盟约的联盟”、“事

实上的联盟”、“心照不宣的联盟”、“非正式联盟”、“临时联盟”、“流动联盟”、“意愿联

盟”等，这些均系准联盟外交的表象，其学术内涵至今仍缺乏系统的理论探讨。本文

提出的“准联盟外交”强调的是安全范畴而不是政治、经济或文化范畴，是一种在联盟

外交、伙伴外交与中立外交②之外的“安全合作选项”。

在中国古代，诸侯国之间签订的安全合作协定为数不少。根据《春秋》、《左传》、

《战国策》、《史记》等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形成天下体系，各诸侯国之间的

“会”和“盟”十分频繁。“会”即大会，“盟”则为缔结条约。《春秋》记“盟”有 105 起，

《左传》记“盟”约 160 多起，且“盟”的形式相当完备，包括导言、征文和誓词三部分。

如齐桓公曾多次大会诸侯，订立盟约。③ 按照今天的标准，中国历史上的“盟”有的属

于正式联盟，有的属于低层次的准联盟。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在名称上与正式盟约可

能没有太大差别，但前者是行政部门签署的，通常无须立法部门( 如国会) 批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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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立外交。参见 John Woodliffe，The Peacetime Use of Foreign Military Installations under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Dordrecht，Boston and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2，p． 99。

鲁毅等:《外交学概论》，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 页。



约束力弱，“议定书( protocol) ”、“文件( act) ”、“照会 ( exchange of notes) ”、“备忘录

( memorandum) ”、“临时协定( modus vivendi) ”、“联合宣言( joint declaration) ”等一般

都是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的标志，在其基础上开展的安全合作就是准联盟外交。当

前，美国与以色列、俄罗斯与叙利亚、中国与巴基斯坦、日本与澳大利亚、伊朗与叙利

亚、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之间都开展了双边或多边准联盟外交。

基于“准联盟外交”这一概念，本文将国家间关系按照国际安全合作的程度高低

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准联盟属于第二层，介于联盟与伙伴关系之间( 见图 1) :

图 1 国家间关系的六个层次

(二)准联盟外交的逻辑

国际安全合作主要围绕三种角色展开博弈: 本国、敌人和朋友。在“零和博弈”

中，一切外交的艺术无疑是努力增加朋友，同时尽可能减少敌人; 努力增加收益，同时

尽可能减少成本; 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同时尽可能减少主权受到的侵蚀; 努力塑造对本

国有益的权力关系，同时尽可能减少受到盟国的牵连。选择结盟是为了增加朋友，选

择中立是为了减少敌人，在激烈斗争的国际政治中，如果不想树敌，也就得不到朋

友。① 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主要依靠两种手段: 立足本国与争取外部资源，前

者主要包括发展军备和提高综合国力，后者则希望依靠第三方力量，其中联盟外交与

准联盟外交都是战略选项。联盟外交可弥补自身战略资源之不足，通过缔结盟约来预

防盟友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稳定权力关系，同时它也可能是一

种累赘，使本国受到牵连、被迫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准联盟外交则试图打破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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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难困境、走中间道路，亦即通过模糊的准联盟外交做到既增加朋友，又减少敌人。①

换言之，准联盟外交意在牵连与抛弃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既维护合作关系，又避免卷

入冲突。从这种意义上讲，准联盟外交强调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展一定程度的安全

合作，既引入外部力量改善安全处境，又避免受制于人而丧失主权。这些国家的政治

领导人尽管在政策宣示上不一定使用“准联盟外交”这一术语，却按照“结伴而不结

盟”、“合作却不失自主”的隐性逻辑开展安全合作。

(三)准联盟外交与联盟外交的异同点

联盟的概念千差万别，但主流联盟研究者将联盟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聚

集在一起，在安全领域签订明确无误的协定，承诺将针对共同威胁相互援助、提供资

源”②。联盟外交与准联盟外交都是国际安全合作的形态，都形成了指向第三方的安

全共同体，但二者有以下四点不同:

第一，合作载体的正式性与非正式性。如果说联盟外交既“联”( 指向外部的安全

合作) 又“盟”( 签订军事盟约) ，那么准联盟外交就是“联”而不“盟”。联盟外交与准

联盟外交的区别在于契约的制度化程度———前者基于正式契约，法律约束性强; 后者

基于非正式契约，法律约束性弱。盟约是联盟外交的载体，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是准

联盟外交的载体。准联盟避免依靠联盟安全架构，不仅出于减少敌国的需要，有时也

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包括减少立法或其他部门的干扰，如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美

国对华准联盟外交主要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执行，以

威廉·罗杰斯( William Rogers) 为代表的国务院并不热心; 卡特时期美国对中国台湾

的准联盟外交主要由国会推动，白宫并不十分情愿; 杜鲁门执政时期美国曾成立特别

项目办公室( OSP) 以专门开展海外军事行动，该机构同美国情报部门合作，联合其他

国家，试图联手推翻危地马拉前总统雅各布·古斯曼( Jacobo Guzman) ，③美国情报部

门无疑获得了特权。美国行政部门在开展准联盟外交时无须征得国会同意，在国内政

治斗争中处于更有利地位，特别是与人权纪录差、政局不稳的“独裁国家”开展准联盟

外交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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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合作形式的稳定性与动态性。联盟外交通常较为稳定，属静态性安全安排;

准联盟外交实用性强，具有动态性。如果将联盟比做“轮廓鲜明的山峰”，准联盟就是

“流动的沙丘”。结盟既体现出盟友之间的共同利益，又体现出与敌人的竞争利益，国

家选择结盟不仅选择了利益和朋友，也选择了潜在冲突和敌人。这是许多国家不愿结

盟的原因。① 准联盟外交实施者常常避其锋芒，使各国利益相互重叠，模糊了安全合

作的指向，让各国相互协调、彼此制衡，超越“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敌人

是我的敌人”这一简单逻辑。准联盟外交的灵活性和动态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联

盟外交静态性与僵化性之不足，彰显出独特价值。

第三，成员关系的封闭性与半开放性。联盟外交和准联盟外交一样，均不同于集

体安全，均具有封闭性与排他性，因为二者都是在“安全共同体”的隐性逻辑下实施

的。但与联盟外交严格的排他性相比，准联盟外交具有半开放性。尤其是自冷战结束

以来，许多国家开展的准联盟外交均试图突破“零和游戏”的恶圈，以实现“双赢”和

“多赢”。例如，中国提出加入美日联盟或俄罗斯提出加入北约都很难实现，因为美日

联盟和北约具有强排他性。当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时，俄罗斯立即做出反应，

强调俄战略空间受到了挤压; 而当乌兹别克斯坦宣布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简称上合组

织) 时，其他大国并未做出强烈反应，因为与北约相比上合组织更具有开放性。

第四，安全管理机制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安全管理机制系指“在特定国际安全领

域，容许一国相信他者，并将获得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原则、规则和标准。

它不仅指便于合作的标准和期望，而且指一种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一种合作形

式”。② 安全管理机制分为同质性安全管理机制( homogeneous security management) 和

异质性安全管理机制( heterogeneous security management) 两类。前者指国家间在共同

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基础上集合力量，从而形成同质性、对抗性安全结构，如北约和华

约; 后者是指成员体之间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需求各不相同，要建立具有普遍约束力

的军事协定较为困难，因而只能建立动态性、弱对抗性和互补性安全架构，例如近年来

美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 简称海合会) 六国形成的针对伊朗的准联盟。安全管理机制

框架下的安全合作由主到次包括三大内容: 第一类包括整合所有的军事力量，这通常

依靠领导人协商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得到保障; 第二类包括交换通讯、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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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勤保障系统、开展有限的安全合作; 第三类包括研发各种材料和军事力量。① 在

这三类功能中，第一类是联盟最鲜明的特点，安全管理机制具有同质性，准联盟主要具

有后两类功能，安全管理机制具有异质性。

(四)准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的异同点

伙伴外交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伙伴外交包括三类: 一是潜在利益冲突方通

过建立伙伴关系增进互信、减少敌对、管理风险和避免对抗，如中国同日本和印度的伙

伴外交，其安全合作停留在浅层次; 二是潜在利益攸关方在政治领域通过建立伙伴关

系增进互信，扩大政治合作范围，安全合作也停留在浅层次，如中国同欧盟、美国、非

盟、阿盟的伙伴外交; 三是盟国在军事领域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外部敌人的挑

战，安全合作处于高层次，如美日、美欧、美韩、美澳的伙伴外交。狭义的伙伴外交主要

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不包括第三类———联盟外交，本文探讨的也是狭义的伙伴外交。

伙伴外交的特点是: 其一，大国或大国集团在政治上的协调关系。其二，具有很强

的宣传色彩。其三，成员构成了一种复杂的伙伴关系网，使几乎所有国家都高度重视

其他成员的战略地位，似乎伙伴完全是一种资产而不是累赘，无须担心安全困境问题，

因此政治领导人坚信，伙伴的数量越多，战略资源就越丰富。其四，它与地缘政治紧密

相联，大国和大国集团领导人站在全球的视角审视自己的战略利益、促进地区整合。

其五，它体现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即伙伴外交的基础是主权平等。②

准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的相似之处是战略上的模糊性、频繁的首脑外交、结构上

的层次性、多领域的协调与合作等，但二者存在以下两点本质区别:

第一，准联盟外交属于安全合作，伙伴外交属于政治合作。准联盟外交和伙伴外

交尽管都涉及政治、安全、经贸和文化等合作，但前者本质上是安全范畴，旨在建立安

全共同体，安全合作是出发点和归宿; 伙伴外交在本质上是政治范畴，旨在建立政治共

同体，将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伙伴外交从密切程度来看可分为稳

固型、普通型、拟议型和潜在型等，它以双方自愿为前提，以公开政治承诺为形成标志，

以多层次对话为机制，以首脑外交为途径，属于政治合作。③ 例如，中国构建的立体多

维伙伴外交网实际上以一个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 、两个基本点( 发展中美关

系和参与国际机构) 和三个战略支点( 与大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与邻国发展睦邻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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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和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性伙伴关系) 为基本框架，①主要是出于政治合作而

不是安全合作的考量。

第二，准联盟外交针对第三方，伙伴外交不针对第三方。如自 1979 年以来，叙利

亚和伊朗的准联盟外交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应对三种不同的外部安全挑战，分别是

1979 － 1988 年应对伊拉克的挑战，1989 － 1999 年应对以色列与土耳其的挑战，2000

年以来应对美国与以色列两国的挑战。② 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开展伙伴外交指向内

部问题而不是针对外部敌人，即通过政治对话与外交协调增强战略互信，改善政治关

系，妥善处理彼此之间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等。

表 1 准联盟外交与联盟外交和伙伴外交的对比分析

准联盟外交 联盟外交 伙伴外交

行为主体 主权国家 主权国家 主权国家

合作领域 高级政治 高级政治 高级政治

合作载体 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 正式盟约 政治声明

合作内容 安全合作 安全合作 政治合作

稳定程度 动态性 稳定性 动态性

战略指向 针对第三方 针对第三方 不针对第三方

对外关系 弱排他性 强排他性 无排他性

组织原则 自愿参与 胁迫和利诱 自愿参与

内部关系 平等关系 主从关系 平等关系

国家主权 让渡次要主权 让渡核心主权 无让渡主权

从表 1 可以看出，准联盟外交、联盟外交和伙伴外交都是主权国家在高级政治领

域开展的合作，但准联盟外交和联盟外交的本质区别在于安全合作载体是否具有正式

性; 准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针对第三方的安全威胁，其他差异性

都是从这两点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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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准联盟外交的实施条件

主权国家为什么会实施准联盟外交? 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归纳起来，准联盟外

交的实施需具备四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即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

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

(一)竞争性政治集团

不同集团之间的力量聚合以及由此产生的极化现象是准联盟外交实施的结构性

原因之一。德国军事家和战略家克劳塞维茨 ( Carl von Clausewitz) 在《战争论》中指

出，竞争性政治集团常常形成两极性，正数与对立的负数能恰好抵消同一事物，一方的

胜利排斥另一方的胜利，这就是所谓的“两极性原理”。① 换言之，只有当各政治集团

之间的安全利益或意识形态层面出现了摩擦、冲突和对抗时，开展准联盟外交才有必

要。准联盟外交是国际行为体实现安全的手段，而力量的聚合首先是因为“对立面”

的出现。各种力量的分化与组合最终导致相互对抗的“极”的出现。

出现竞争性政治集团的原因很多，既可能是安全利益或地缘政治争夺所致，也有

可能是意识形态、价值观或文化差异所致。在单极霸权格局下，一国开展准联盟外交

有很大难度，因为权力结构的特点决定了“极化”的政治集团很难出现，单极格局下一

国很难获得准盟友; 在两极格局下，一国开展联盟外交的可能性增大，当冲突的两方出

现权力分野时，形成铁板一块的联盟、建立两大政治集团和两大平行市场往往成为首

选，准联盟外交只是联盟外交的补充; 在多极格局下，各国的安全利益取向多元化，形

成铁板一块联盟的难度增大，当各政治集团的冲突增加时，一国在安全竞争中获得准

盟友的概率上升，准联盟外交最频繁。极的数量越多，政治集团之间的竞争性越强，实

施准联盟外交的可能性就越大。政治集团的数量和冲突烈度决定了准联盟外交的实

施频率。②

(二)动态性权力关系

准联盟外交的实施必须满足的另一个条件是: 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主体都有外交

决策自主权而不会受到某个大国的支配，确保形成动态性安全合作关系。例如在冷战

期间，美国和苏联在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积极开展准联盟外交，培养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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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 《战争论》( 第一卷)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年

版，第 19 页。
在这里，格局的含义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元素形成的结构”，参见 Cornelia Beyer，Violent Globalisms:

Conflict in Response to Empire，Hampshire: Ashgate，2008，p． 4。



代理人( 准盟友) ，这些代理人与美苏之间既存在向心力，又存在离心力，因此经常在

美苏两国之间频繁地“易主”，实施追随大国战略，如印度、埃及、伊拉克、索马里、埃塞

俄比亚等，它们能够与美苏开展准联盟外交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左右其外交

决策; 而在东亚、北美、西欧和东欧地区，美苏两大阵营泾渭分明，日本、韩国、英国、法

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实际上处于美国的支配之下;

蒙古国、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实际处于苏联

的支配之下，上述国家无法在外交上独立自主，因此也无法游离于美苏战略“轨道”之

外。这就是为什么在东亚、北美和欧洲，美苏两国实施的是两大阵营、两种意识形态、

两个平行市场的联盟外交; 而在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两国主要开展准联盟外交。

从图 2 可以看出，由于存在动态性权力关系，霸权国、挑战国和中小国家对未来预

期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对非正式安全合作存有偏好。准联盟内部安全合作结构具有

松散性，霸权国同甲、乙、丙开展了准联盟外交，挑战国同 A、B、C 开展了准联盟外交。

两大阵营内部均具有一定的向心力，又具有一定的离心力，存在“倒戈”的可能，亦即

甲、乙、丙有可能成为挑战国的准盟友; A、B、C 可能会成为霸权国的准盟友，从而导致

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因此，竞争性政治集团的出现、动态性权力关系的形成是准

联盟外交实施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原因。

图 2 准联盟外交实施过程中的“动态性权力关系”

(三)严重性安全威胁

从单元层面来看，严重性安全威胁推动了准联盟外交的实施。威胁就是“对自己

所珍视的价值可能受到剥夺与伤害而产生的惧怕”，它是安全共同体的黏合剂。①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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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 1949 － 1972》，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引言”，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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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安全威胁是威胁的最高等级，既包括危及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刚性威胁，又

包括危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柔性威胁; 既可能来自于外部，又可能来

自于内部，如小国领导人对军事政变、政治骚乱乃至政权更迭的惧怕往往超过对外部

威胁的担心。在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时，国家有时与威胁源国结为准联盟而奉行追随战

略，有时与第三方结为准联盟而奉行制衡战略，后者如 1904 年 4 月 8 日，为对抗德国

的扩张，英法两国在伦敦签署了《关于埃及和摩洛哥的声明》、《关于纽芬兰和西非及

中非的协定》、《关于暹罗、马达加斯加和新赫布里底的声明》等非正式协定，开展了准

联盟外交。①

威胁的大小主要体现在冲突和危机的频率、强度和波及地域范围等方面。② 决策

者对威胁大小的判断主要依据以下几点: 第一，威胁源国整体资源的多寡。人口越多，

工业和军事能力越强，技术越先进，资源越丰富，对他国构成的安全威胁的能力就越

强。③ 第二，地缘临近性。广阔的水域或难以逾越的山脉常常能阻止威胁的出现，这

就是为什么军事家普遍奉行“远交近攻”战略。④ 例如，为阻止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扩

张，1909 年 10 月 24 日，俄国和意大利签订非正式的《俄意拉匡尼基协定》，开展了准

联盟外交。⑤ 第三，国家军事力量的构成。在陆上较量中，陆军的作用更大一些; 在海

上较量中，海军及海军陆战队的力量更重要; 在远程作战中，军事投射力如航母和远程

轰炸机起关键作用。这些都表明陆海空三军力量构成比例也是一国对他国威胁大小

认知的参数。⑥ 第四，一国承受攻击的能力。相同的威胁作用于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

同的威胁感知。一国承受攻击的能力越弱，对外部威胁的担心就越强烈。第五，进攻

意图。进攻意图是对他国发动侵略和造成伤害的主观意愿，意图越强，对他国的威胁

越大。受上述五个因素的影响。当威胁迅速增大而依靠自身实力又难以化解时，在国

际上开展准联盟外交不失为选项。

(四)“统合性”战略文化

在安全合作形态上，发展中国家偏好准联盟外交，发达国家偏好联盟外交; 陆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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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选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 17 世纪中叶 － 1945 )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6 年

版，第 371 － 375 页。
Michael Don Ward， Research Gaps in Alliance Dynamics， Denver， Colorado: University of Denver，

1982，p． 40．
Stephen M．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 22． 沃尔特并没有

强调资源的重要性。事实上，一国资源的总占有量也是判断一国对他国威胁能力的重要参数。
Stephen M．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 23．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选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 17 世纪中叶 － 1945) ，第 389 页。
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

ty Press，1984，pp． 160 － 161; Stephen M．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 24．



家偏好准联盟外交，海权国家偏好联盟外交，这与战略文化不无关系。① 东西方战略

文化存在较大差异( 包括在敌我关系的认知和处理方式上) ，从而产生了西方“对立

性”战略文化和东方“统合性”战略文化。“对立性”战略文化更容易促生法律化、固定

化的联盟外交，“统合性”战略文化更容易促生道德化、动态化的准联盟外交。

首先，在敌我关系认知中，西方强调敌人和朋友的分野和对垒，即“非黑即白”，如

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要求国际社会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

子站在一起，并多次抛出“邪恶轴心”、“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概念，敌友关系泾渭分

明; 而中国的战略文化强调统合，敌友之间的界限较模糊，对敌国的容忍度更高，认为

即便是敌国也有合作共存的必要性。

其次，在联合对象方面，西方的战略文化强调形成铁板一块的战争共同体，突出集

体的协调性和目标的恒久性，如北约、美日、美韩军事联盟等都着眼于长期目标，而中

国的战略文化则强调因势利导，突出外交的艺术性和目标的短暂性，如“合纵”、“连

横”、“以夷制夷”等都着眼于短期收益。② 由于战略文化的差异，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在

国际安全竞争中依靠联盟外交成为常态。但自近代以来，中国开展联盟外交的例子屈

指可数，仅有 1896 年 6 月“中俄密约”后清政府与沙俄、国民党与美国以及新中国成

立后中苏结盟等不多的几例，且都是短暂合作。

最后，西方的对立性战略文化强调“人性恶”，认为只有签订正式盟约才能在法律

上约束盟友，避免盟友行为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统合性战略文化强调“人性善”，轻视

正式盟约的作用，而常常依靠道德、声誉、个人交情、裙带关系等因素维持安全合作方

行为的可预期性，如王夫之强调“德必有邻，修德者不恃邻”。③ 受战略文化的影响，

美、欧、俄、澳、加拿大等对联盟外交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而中国对联盟外交的评价基

本是负面的。

由于战略文化的差异性，中美安全战略模式存在较大不同。在价值取向上，中国

的安全战略具有内生性，战略视野和战略重点主要聚焦于国家内部，主观上缺乏向海

外拓展霸权的愿望和动机; 美国属于外长型，通过向疆土外扩张和拓展利益的方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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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里的“战略文化”主要依据宫玉振的界定，即“国家在运用战略手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持久性的、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与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参见赵景芳:《战略文化的再思考》，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 期，第 15 页。
《鬼谷子·揣篇第七》告诫后人:“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重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

之称; 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参见李德义、于汝波主编: 《中国古典联盟战略》，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 页。
李德义、于汝波主编:《中国古典联盟战略》，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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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全球安全。在实力运用的原则上，中国属于怀柔型，即通过政治手段笼络其他国家;

美国属于强权型，即通过威慑、胁迫和军事打击手段强制其他国家。在与外部世界关

系上，中国属于自主型，强调在安全上独立自主，避免结盟; 美国属于合作型，强调正式

联盟在力量聚合中的作用。① 由于战略文化不同，中国很难照搬西方的联盟外交，需

要探索国际安全合作新模式。

四 冷战后中国的既有外交战略及其限度

中国在“不结盟”的总原则下，积极探索国际安全合作模式，曾经与越南、巴基斯

坦、泰国、柬埔寨、阿尔巴尼亚、美国等开展过密切的安全合作，为新时期开展准联盟外

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1 世纪初，特别是 2008 年以来，国际体系处于深刻的转

型期。国际体系转型不是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的一波又一波的平稳态势，而

是表现为有规律地打破均衡、由不均衡到均衡再到新的不均衡的周期性过程，促进了

大国外交战略的调整。纵观历史，大国在获取全球领导权时一般包括四个阶段: 确立

全球性战略政策、建立合作性联系、进行重大抉择、实现全球领导权。② 目前中国确立

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制定了“发展、合作、责任”三项任务，基本实现了全

球性战略定位，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已进入第二阶段，即建立合作性关系。

表 2 冷战后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选项

战略选项 战略重点 实现手段 基本理念 战略目标 表现形式

选项一
大国协调

战略

处 理 与 大 国

的政治关系
伙伴外交 “大国是关键”

建 立 多 极

化世界

中美、中日、中印、

中欧等伙伴关系

选项二
区域整合

战略

处 理 与 周 边

国家的关系

一 体 化 外

交
“周边是首要”

实现东亚、

东南亚、中

亚一体化

中日 韩 领 导 人 会

晤机 制、东 盟“10

+ 3”、上合组织等

选项三
政治联合

战略

处 理 与 发 展

中国家关系
论坛外交

“发 展 中 国 家

是基础”

在 国 际 上

赢 得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支持

“中 阿 合 作 论 坛”

与“中 非 合 作 论

坛”等

选项四
国际 危 机 管

理战略

处 理 地 区 热

点问题
热点外交 “多边是舞台”

维 护 地 区

稳定

朝核六方会谈、伊

核会谈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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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毅主编:《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2 － 128 页。
何杰:《世界体系的变迁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第 45 页。



新时期中国外交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出发点，以服务“国内建设”为目

标，以“大外交”为宏伟蓝图，制定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

础”、“多边是舞台”的战略部署，中国外交战略可归纳为: 以伙伴外交实现大国协调战

略、以一体化外交实现区域整合战略、以论坛外交实现政治联合战略、以热点外交实现

国际危机管理战略。

从表 2 可以看出，大国协调战略和伙伴外交主要处理中国同其他大国的政治关

系，其重点是实现政治多极化; 区域整合战略和一体化外交主要处理中国同周边国家

的经贸和文化关系，重点是实现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邻国区域一体化; 政治联合

战略和论坛外交主要处理中国同西亚、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以赢

得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支持、拓展海外利益; 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和热点外交旨在联合

国框架内处理地区热点问题，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这四大战略对提升中国经济竞争

力、政治影响力、文化亲和力和道德感召力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国内建

设与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了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然而，上述四大战略

缺乏“安全战略”这一环的有力支撑，导致国家财富的积累与利益保护能力有限之间

的矛盾突出，需要我们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全局性、立体性和长期性安全战略。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冷战后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是多元的，其中以军

事威胁为主。中国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是新安全观，是主权安全、综合安全与合作安

全三位一体的安全观，强调安全的多元化、国内 － 国际联动性和国际安全利益的非零

和特点。① 从目前国际安全合作的常规形态来看，中国安全战略主要有四个选项———

霸权外交、联盟外交、孤立外交和追随外交。就霸权外交而言，由于美国主导的一超权

力结构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未来中国与美国争夺霸权、支配亚太的

战略不仅与中国的综合实力相悖，而且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与中国防御性战略文

化相违背; 联盟外交要求中国完全颠覆目前的“不结盟”政策，转而寻求在国际上与他

国正式结盟; 孤立外交要求中国执行类似于近代英国的“光荣孤立”政策以及 18 世纪

美国的“门罗主义”政策，但是在中国国家利益与安全不断“外溢”的新时期，中国缺乏

排他性“势力范围”，这一政策显然也已不合时宜; 追随外交要求而使中国放弃独立自

主的根本原则、牺牲安全利益、投入西方国家怀抱、接受民主价值观的“洗礼”，这也与

中国的政治抱负与核心国家利益相违背。由此可见，以上四类传统的安全战略选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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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学界有必要探讨其他潜在的战略选项，这种新战略既

要考虑到中国复杂的国情、多重的身份和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又能够体现时代精神。

新时期中国应尝试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选择“第三条道路”，即开展准联

盟外交。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是在“不结盟”原则下的安全合作战略，不是简单复制美、

欧、日、俄等大国的联盟外交。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

策，它是当下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决定结盟的条

件尚未成熟，中国不可轻易放弃“不结盟”原则。① 但是，随着中国对外依存度的提高

和安全威胁来源的多元化，中国政府应与时俱进地推动机制创新，通过与相关国家构

建准联盟来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和综合安全，准联盟外交不失为新时期中国实现安全

战略的重要依靠手段。

五 新时期中国实施准联盟外交的条件分析

新时期为什么中国要依靠准联盟外交改善安全环境? 这不仅是个重大现实问题，也

是个值得挖掘的学术问题。归纳起来，中国实施准联盟外交，主要是因为它初步具备了

四个条件: 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

(一)竞争性政治集团

中国实施准联盟外交首先是因为新时期中国周边已出现或明或暗的竞争性政治

集团。20 年前，尽管东亚地区的冷战随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也宣告结束，

但是冷战思维并未终结。由于中美之间在亚太的结构性矛盾( 即崛起大国与衰落大

国之间的矛盾) ，②美国在亚太联盟体系与中国之间始终存在一条分界线，形成了以中

美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这两大政治集团既有意识形态斗争的含义，同时又打上了地

缘政治争夺的烙印。新时期美国在全球主要有三大军事战略重点———欧洲、中东和亚

太，分别以俄罗斯、伊朗和中国为假想敌，为其在三大战略地区部署军事基地寻找合法

性理由，并以北约联盟、美国 － 海合会准联盟和亚太双边联盟体系为支点，进行全球布

局。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被美国视为“潜在挑

战者”，且这三国越是实力上升，越体现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展模式的衰弱。

从 1991 年苏联解体到 2011 年中东剧变，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实际上缓解了中美在

亚太地区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获得两次战略机遇期。这两次战略机遇期在总体上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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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一个周期，以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爆发的重大冲突为起点，在一定程度上使亚太竞

争性政治集团暂时变得模糊。① 第一次战略机遇期以 1991 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开

始，以 2001 年春小布什入主白宫后中美撞机事件结束; 第二次战略机遇期以 2001 年

九一一事件开始，以 2010 年起美国启动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结束。美国长达十年的全

球“反恐”基本结束，现已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并宣布将逐步撤出在阿富汗的军事力

量，同时利用朝鲜半岛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和南海问题积极重返亚太，加强在澳大利

亚、关岛和东南亚的军事部署。以中国为一方、以美国在亚太双边联盟体系为另一方

的安全竞争关系，是新时期中国实施准联盟外交的结构性原因之一。

(二)动态性权力关系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出现的动态性权力关系为中国实施准联盟外交提供

了又一结构性条件。早在古代，中国军事家和战略家就懂得“因权通变、盟随势迁”的

道理，即“载书可改、大国可叛”，倾向于与合作方建立动态性权力关系。②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构建的动态性国际统一战线是“一超多强格局”的产物，“联欧、联俄、反美、

抑日”是当时中国国际安全合作的隐性逻辑;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格局

悄然发生变化，由“一超多强格局”向未来的“多极格局”演变，目前处于过渡时期———

“多元格局”。③“多元格局”具有不平衡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其特点为: 传统大国

的衰弱、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地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

从而形成了三大不平衡力量中心———以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为代表

的传统大国力量中心( 国际体系主导者) ，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

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力量中心( 国际体系参与者) ，以非盟、阿盟、海合会、东盟、

经济合作组织( ECO)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安第斯国家共同体、中美洲共同市场、南方

共同市场等为代表的、以中小国家为主体的区域组织力量中心( 国际体系追随者) 。④

“多元格局”下，由于中国具有复杂而多元的身份与安全利益诉求，其不应倒向任

何一个力量中心去反对另一个力量中心，而应与上述三大力量中心建立不同层次、不

同范围和不同程度的安全合作关系。中国不应在单一层面上与固定成员国建立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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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的安全共同体，而应开展灵活机动的安全合作。

(三)严重性安全威胁

现阶段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也推动了准联盟外交的实施。2011 年《中

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 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

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保障。”①归纳起来，中国的核心利益主要包括主权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制度利益和

发展利益。新时期是中国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关键性十年，维护上述四类核

心利益任重而道远，特别是安全威胁形态的复杂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主权

安全与发展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相互联动。中国核心利益主要面临八个层面的

威胁: 其一，美国在十年反恐后加快战略重心东移。② 其二，中东地区发生“阿拉伯革

命”后，西方加紧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颠覆和瓦解。其三，日本和印度加快军备建设，

澳、日、印三角轴心进一步强化。其四，美国利用南海争端，组建美、日、韩、菲律宾、新

加坡、澳大利亚等所谓民主联盟，构筑“亚洲版北约”。③ 其五，西方开展网络外交、培

养亲美、亲日派，加强对中国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渗透。其六，西方鼓动台湾地区的分裂

势力，利用流亡海外的“疆独”、“藏独”和其他分裂势力分化中国。其七，国内宗教极

端势力与国际恐怖组织勾结，加紧对中国边疆地区的渗透和颠覆。其八，地区冲突升

级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影响。面对上述八个层面的安全威胁，中国的应对手段主要是增

强国际安全合作，构建中国战略依托点。

(四)“统合性”战略文化

中国的战略文化注重统合，西方的战略文化注重细分。据此，中国的和合文化不

像西方那样喜欢两分、用对立来阐述问题。所以，对立性是西方式的思维方式，包容性

是中国的思维方式。

首先，在安全合作的程度上，中国的中庸哲学强调做事要留有余地，既强调合作，

又强调独立的个性，准联盟外交思想与之一脉相承。中庸哲学思想被认为是儒家思想

的最高境界，其核心是中和( 非排他) 、中立( 非对立) 、中性( 非单一) 、适当( 非极端、

非过激) 等，强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④《中庸》强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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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

焉，万物育焉。”①如果将联盟和中立都视为“极端”的选项，介于二者之间的准联盟外

交则试图在战略上不偏不倚，做到游刃有余，在对外安全战略上达到“中庸”的最高境

界。受中庸思想的影响，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围绕与秦国的关系实施了“合纵”( 反对秦

国的小国赵、韩、燕、楚、齐、魏开展安全合作) 与“连横”( 支持秦国的国家开展安全合

作) ，各诸侯国一方面为了共同安全集合力量，另一方面强调独立自主。中庸思想使

当代中国领导人对非正式安全合作———准联盟外交存在偏好。

其次，在看待敌友关系时，西方强调泾渭分明，即“敌与我”、“善与恶”、“黑与白”

之间泾渭分明的对垒和分野; 中国战略文化则模糊敌我之间的界限，主张“和而不

同”，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

尽乃弃矣。”②它强调“和”与“同”的辩证关系，认为“和”是保存差异与个性的对立和

谐，③强调尊重他人的独特属性和多元化特征，与准联盟外交具有兼容性。

再次，在安全合作的载体上，西方战略文化强调法律因素，与今天联盟外交的载

体———正式盟约一脉相承;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感召力、国际责任、“重义轻利”、

“德惠”和“厚往而薄来”等道义因素，与今天准联盟外交的载体———非正式安全合作

协定一脉相承。如《周礼》提出“柔远人、怀诸侯”; 孔子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

之，既来之，则安之”; 孟子强调“以德服人，近者悦，远者来”。④

最后，在攻防态势中，西方强调“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和“针尖对麦芒”的硬制

衡，与联盟外交更接近; 中国战略文化强调在大国之间进行周旋，强调全方位合作，更

倾向于“以柔克刚”式的软制衡，与讲究外交艺术的准联盟外交一脉相承，即《孙子兵

法》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⑤，晚晴时期的“以夷制夷”政策

也是其中的体现。⑥ 这种强调在战略上的软制衡与儒家思想中的基本元素如仁、义、

礼、智、信一脉相承。⑦

因此，受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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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四个因素的影响，中国实施准联盟外交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新时期中国国内

社会转型与国际体系转型几乎同时进行，如何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对

中国政府来说是个重要战略性课题，其中利用外部安全资源能够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

造良好的战略环境，准联盟外交是重要选项。它既涉及中国的安全问题，也涉及发展

问题，更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

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力更生走向全面合作、从联盟外交走向中立外交再到新时期准

联盟外交的过程。

六 中国实施“三环准联盟外交”的战略构想

冷战后，中国外交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却在安全战略层面缺乏系统性和全局性

顶层设计，使之难以适应全球格局调整的新环境。新时期决策者需要从全局的高度，

考虑中国准联盟外交的战略布局。在传统大国力量中心、新兴大国力量中心和区域组

织三大力量中心中，中国选择准盟友主要依据四个标准: 对象国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相

关度、对象国战略资源的丰富程度、对象国与中国安全合作深度、对象国与中国的友好

度。从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来看，未来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边准联盟外交

( 多边组织型) 、与地区关键国家的准联盟外交( 新兴合作型) 以及与传统友好国家的

准联盟外交( 传统友好型) ，恐将成为中国的“三环准联盟外交”。

(一)第一环:多边组织型

目前，拉丁美洲、中东欧、南欧、东南亚、中东和非洲虽建立了一系列区域组织，却

难以成为中国实施多边准联盟外交的战略地区，如中国通过“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

合作论坛”分别与西亚、非洲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但由于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区

域整合程度低，难以与中国建立安全共同体，因而与“准联盟”尚有较大距离。相比之

下，中亚和俄罗斯恐将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带，其主要支撑点是上合组织。

在上合组织中，中亚处于中俄之间，既是连接两大强国的桥梁，也是周边伊斯兰大

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的缓冲地带，更是中、俄、美、欧、印度之间的缓冲地

带。上合组织提出的“结伴而不结盟”思想与北约提出的“结伴且结盟”思想形成了鲜

明对比———前者强调在多元文化、多种价值观和多样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开展安全合

作，彰显了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合作观; 后者强调在西方价值观的基础上开展安全合作，

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安全合作观。目前该地区主要有四个安全机制: 以美国为首的

反恐联盟、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合组织，前两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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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由美国主导，第三个由俄罗斯主导，中国只在上合组织中发挥影响力。上合组织使

中国外交有了一个赖以生存的平台，在同西方的对话中，中国不再是一个国家面对一

个群体，因此中国对上合组织的智力投入最大。① 今后，中国需努力提升该组织安全

合作水平，开展准联盟外交。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文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同西方国家关系的亲疏等方面差

异甚大，这要求中国开展多边准联盟外交时区别对待，尽可能找到合作的领域。中国

以上合组织为依托的多边准联盟外交使中国的和平发展拥有稳定、安全的后方，也使

中俄和北约之间有一道天然屏障，成为事实上的地缘缓冲区。当然，中国在该地区开

展准联盟外交将面临双重阻力，一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破坏，二是部分西方国家的离

间。上合组织不仅需要发挥打击“三股势力”的主导作用，而且需要加强各国政治领

导人的长效互动机制，进一步加快上合组织的安全整合进程，优先发展同俄罗斯和哈

萨克斯坦的战略合作关系。

从里海到中亚，实际上存在一条巨大的“动荡弧”，这里恐怖主义威胁严重，经济

与社会发展滞后，民族与宗教矛盾尖锐，跨国问题较为突出，缺乏像北美、东亚和欧洲

那样有效的治理模式。但是，它对中国开展多边准联盟外交意义重大，理由是: 其一，

与东亚、东南亚、欧洲、中东和非洲相比，世界大国对该地区的控制力较弱。其二，中亚

是中国重要的利益地区，俄罗斯与中国具有维持地区均势的共同利益。其三，西方民

主制度和伊斯兰极端宗教主义均难以解决这里深刻的社会矛盾，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提供了试验场。其四，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自然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丰富，为中国的经

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其五，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强调政治模式的多样性，反对西方输出

民主价值观，有利于增强上合组织的凝聚力。

(二)第二环:新兴合作型

新兴合作型旨在深化中国与部分地区关键国家的准联盟外交。全球金融危机的

蔓延、西方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力下降和新兴大国群体的崛起，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和

平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应该站在全局的高度拓展与新兴大国的安全合作关系。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权力消长出现不平衡性的情况下，中国应在维护同世界各国友好关

系的同时，优先同地区关键的新兴大国开展实质性战略合作。这些关键国家包括印度

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西和南非五国，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印度尼西亚是东

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也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在东盟和伊斯兰世界发挥双

—87—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


① 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4、409 － 410 页。另可参见 Russell Ong，

China’s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21st Centur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7，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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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作用。印度尼西亚长期奉行中立、和平和“不结盟”政策，强调同美、日、中、印、澳等

大国均保持友好关系，是中国在东南亚开展外交的关键国家。① 第二，中国同沙特阿

拉伯的战略合作近年来不断升温。沙特阿拉伯是海湾地区大国，也是阿拉伯世界的关

键国家，还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的领袖之一，在中东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中沙安全关

系的发展必将提升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②近年来沙特阿拉伯的大国平衡战略和

“向东看”政策为中沙两国准联盟的构建提供了机遇。③ 第三，土耳其既是北约成员

国，又是世俗化伊斯兰国家，还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和土

耳其是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大国，两国分别处于亚洲的东西部，在战略上遥

相呼应，双方在处理民族问题、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交流。④

第四，巴西是南美最大国家，在“金砖五国”、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美

国国防及情报部门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和巴西两国的安全合作，称巴西曾用敏感的卫星

及遥感技术换取中国弹道导弹技术。⑤ 第五，南非不仅是非洲大国的代表，而且是发

展中国家的代表，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为中国开辟非洲市场、扩大在

非洲影响力将起到辐射作用。⑥

因此，新时期中国同地区关键大国开展准联盟外交，需优先发展同上述五国的战

略关系。在东盟，中国应视印度尼西亚为关键国家; 在海湾，中国应视沙特阿拉伯为关

键国家; 在地中海，中国应视土耳其为关键国家; 在南美洲，中国应视巴西为关键国家;

在非洲，中国应视南非为关键国家。中国同上述地区领导大国开展准联盟外交需注意

以下几点: 第一，在安全合作上稳步推进，包括军港互访、人道主义救援、联合军演、国

际维和、军事人员交流、军事培训、建立军事代表处等。第二，中国不应回避与上述国

家在经贸领域的竞争关系。第三，中国与上述地区关键国家的准联盟外交具有层次性

与阶段性。

(三)第三环:传统友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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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zal Sukma，Indonesia and China: the Politics of a Troubled Relationship，London: Routledg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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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环是传统友好型，中国实施准联盟外交的对象是巴基斯坦、缅甸、苏丹、泰国

和朝鲜五国。冷战时期，新中国曾与若干有地缘政治影响的国家建立“特殊关系”，它

们对中国安全有各种助益，某些国家至今依然如此。① 这些国家与中国历史上保持着

千丝万缕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联系，其共同点是: 现政府对华较友好，靠近中国的核心

利益地区，关系到中国核心国家安全，与中国长期保持良好军事交流关系，具有较坚实

的战略互信基础，对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发挥独特作用。同时，这些国家国

内政局往往不稳定，经济发展乏力，被西方视为“问题国家”。这些国家对中国至今仍

抱有过高期望，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对抗西方的主力军，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增加了对

华失落感。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政府既需要维护与这些传统友好国家的安全特殊关系，又

必须保持各种平衡: 首先是维持上述国家中央政府与内部反对派的利益平衡，如在苏

丹。其次是维护中国的“义”( 承担国际责任) 与“利”( 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的平衡。

最后是维护西方国家与中国准盟友的利益平衡。这要求中国综合运用各种战略资源

和外交手段，注意中国国家利益的总体排序。

图 3 新时期中国的“三环准联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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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

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大国，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无疑将面临各种考验，具

有不确定性，中国难免会有“成长中的烦恼”。中国开展国际安全合作需要“新思维”，

需要根据国家利益、安全和时代需要科学地理解“不结盟”原则，从“不结盟”提升为

“准联盟”，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实现观念更新与机制创新———从战争共同体到安全共

同体、从共同威胁到共同关切、从传统安全到综合安全、从双边协定到多边机制。中国

的准联盟外交不同于美、欧、俄、日的联盟外交: 前者以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为基础，后

者以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 前者以维护现状为目标，后者经常是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

前者的合作方是平等关系，后者是建立在霸权国对其他小国的操纵和胁迫之上; 前者

的合作虽指向外部，但具有一定的防御性与低烈度对抗性，后者的安全合作具有进攻

性和高烈度对抗性。

“众之所助，虽弱必强; 众之所去，虽大必亡”。① 准联盟外交是新时期中国安全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世界“多元格局”对中国外交提出的新要求。笔者认为，

在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础上，新时期中国的“三环准联盟外交”既体现了中国特色

的外交理念，又彰显了“多元格局”的时代特征。笔者认为，中国实施准联盟外交需要

注意以下四点: 其一，应以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为导向，应基于需要解

决的安全任务选择朋友，彰显安全合作的灵活性与务实性。其二，应主要依靠外交艺

术而不是军备扩张来增强国家安全，以延续传统友好关系、联合地区关键大国、借助多

边组织、遏制外部威胁和应对地区动荡为总目标。其三，通过实施准联盟外交，中国应

努力成为联系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的桥梁，发挥中国陆海两栖型大国的优势，使陆上

和海上强国在相互制衡中维持战略平衡。其四，应具有全局观，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

型、传统友好型这三环准盟友分布在不同地域，应在战略上相互联动，支撑中国总体外

交战略。总之，“三环准联盟外交”在中国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过程中，将产生

辐射效应和力量倍增效应，摆脱中国在国际安全合作舞台上的孤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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